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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多年前，在齐都临淄齐宫，作为当时列国盟

主的齐桓公，忽然向其相管仲提出一个问题“：富有涯乎

管仲答道“：水之以涯，其无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

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忘） 说其富之涯乎 韩非子

林下 这段颇有哲理性的对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凡事都须

有个限度、边际，贵于知足；为人君广大悉备，虽曰富有，但

也必须知足、有度，不能唯求富国，而致民贫。管仲在另一场

合也曾对桓公说过“：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上有积

财则民臣必匮乏于下 外储说右下》）。这就是国（”《韩非子

富民贫的不合理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在上者富而忘度太不

知足了。管仲在 年间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正是按照知

富国兴业 利民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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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涯的原则办事，处理好国与民、上与下的关系，使区区

之齐国富民强，出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好局面。

而管仲本人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突出成就的大

理财家。

年）处于春秋时管仲（约公元前 一前 代，列国

争霸之世。一个国家要能生存并发展，必须提高军事力量，

而要修武振军又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为此，管仲在齐国

进行了经济改革：分田到户，取消劳役地租，按土地好次、生

产多少，分成征收实物地租；盐铁在生产环节上开放民营，

而在流通环节上由国家直接掌握，实行专卖；货币铸造权统

一归国家所有，并通过国家经营商业，发敛货币，吞吐物资

来平衡物价，调剂供求；发展对外贸易，在经济上同别国竞

争。史称管仲能“徼山海之业，通轻重之权”，真是一个善于

治国富国者，其政策措施常为后世的一些理财家所遵循。但

尤其重要的还不是其因时制宜的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其

卓越的经济观点、理财思想，这才是谈富国者所大可借鉴的

地方，这些观点、思想至今还闪耀着智慧之光，丰富了祖国

历史文化遗产的宝库。

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

辱。”在这里，管仲以其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了管理国

家必须从经济入手，把经济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认为：国家

富裕了，人民才会归附，政权才能稳固。富国，不是要尽量使

财富上流，紧握于国家之手，而是要“顺民心”，先使“民富”，

《牧民》）“，足其所“食足 欲，赡其所愿（”《管子 侈靡》）。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治国》《管子 ）就是这个

意思。管仲承认“民之从利”是其本性，强调“得人之道，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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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五辅》）。因而他大力主张要照顾人民的经济利益，

实行一系列“利民”“、富民”的政策措施。富国与利民相结

合，这是比较进步的观点。“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

小问 。但是管仲的“利民”“、富民”还是有限度的，尽管

他也说过修政“始于爱民”和“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之类的话

（《小匡 枢言》），他的“爱之”无非为了“安之”和“用之”

（《法法》）“。利民”“、富民”，仍是要使“民无怨心”“，下亲其

上（”《牧民》），藉以用民力、得民心，既增加政府的经济收入

又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富国与利民、富上与足下两者之

间。富国富上是基本的，利民足下是从属的。利民正以利国，

民富则易治（”《治国》），富民足民正是为富民正以富国 了

治民、牧民。虽然如此，能在富国的同时提出富民，宣扬“府

权修》），这比之“上有不积货，藏于民也（”《管子 积财”而

“民臣匮乏于下”的片面强调国家利益的单纯的财政观点，

要好得多了。所以，管仲的理财政策在实践中能取得成功，

而有“齐人皆悦”“、上下能相亲爱”之誉（《史记。齐太公世

家、管晏列传》）。

管仲思想的尤为可贵之处，是他重视生产更甚于重视

分配。富国与利民关系是一个分配问题，财富的增多应源

于生产。他认为“，富国有五事”，即护山泽、通沟渎、植桑麻、

繁六畜、禁刻镂（奢侈品生产），此五事当为人君之所务。生

产不发展，只在如何减少向下征收税赋的分配问题上考虑，

是不能富国也不能富民的。故曰“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租

税，薄赋敛，不足恃也（”《立政》）。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各学派之间思

想的摩擦也日益加甚，在春秋末以孔子为首的儒学兴起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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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强调富民而菲薄富国的思想倾向正日益抬头。

后于管 年的孔子（公元前 一前 年 ），仲近

虽然肯定了管仲尊周室、攘夷狄、会诸侯、兴齐国的功绩，但

对管仲评价并非最高，说管仲“器小”“、不知礼”“、不知俭”

八论语 佾 ，仅仅算得上是个“人（”人才），而非如子产

那样是 宪问》，司马迁也说管仲贤臣“然孔子小个“惠人”

。孔子与之 管仲治国思想的区别，首先在于孔子主张伦理

第一，不同于管仲的处处把经济摆在前面（衣食足、仓廪

实）；孔子主张富民第一，不同于管仲的由国家控制山泽工

商之利的富国政策。

孔子“罕言利”，然对富民利民的观点却很突出。相传孔

子周游列国时到了卫国都城濮阳，弟子冉有替他驾车。看到

这里的商业繁荣、人口众多，孔子说了声“庶矣哉 冉有说

“既庶矣（庶，多也），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

“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 子路》），富而教之（”《论语

教之被认为是孔子富民思想的真切表露。又有一次，弟子子

张问孔子“何谓五美”，孔子指出其中之一就是“惠而不费”。

“何谓惠而不费？”孔子答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尧而不费乎 曰》）意思是民之所居不同（自然条件、地理

环境），所利不同，为政者应听任民间各自营取自然之利，因

地制宜，因势利导，不必加以干预，让下面感到受惠，而上面

并不破费什么，惠而不费，何乐不为？在这里自然之利主要

指山泽之利。要让人们自由地从利用山泽之利中受惠。孔

子的利民思想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实有所指的。

“废山泽之禁”再加“弛关市之税”，因孔子建议而曾在

鲁国（哀公时） 五仪解实行（《孔子家语 ，那么，国家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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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富足呢？在孔子看来，只要收单一的农业税就行了，而

且只能收“什一之税”，像鲁国公室（哀公时）的什二之税就

嫌太高（《论语。颜渊》）。像“富于周公”的大夫季氏，还要按

亩征收军赋，更是很不应该的搜括民财的聚敛。孔门弟子冉

求“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大不以为然，说“：非吾徒也，

由此可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见孔子的态度是何

等鲜明。富归于民，君也不至独贫。孔子弟子有若对鲁哀公

所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

渊》），这句话也代表了乃师孔子的思想，概括了孔门对富国

与富民的关系的基本立场。

孔子及其弟子有若认为君欲足国，当先足民，敛从其

薄，然国君还可从赋敛中求足，只是要先足民，而后言国。这

里是先后之分，尚不致否定国家要理财，要足用。但孔子而

后的儒者对为国家理财就反感了，甚至完全否定之。《大

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

聚”“。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与其有聚敛之臣，

宁有盗臣 富国与富民完全被对立起来。国家的财政受到

年）最尖锐的攻击。到了孟子（公元前 前 口中，更

是教训统治者“：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些“辟土

地、充府库”者乃是“民贼”“。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

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孟子 梁惠王上、

告子下、离娄上》）“。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也”

（《离娄上》）。在具体政策上，孟子也只是主张独征农业“，什

一，去关市之征”“，泽梁无禁”，也断然否定了管仲所实行的

旨在富国的官山海等财政措施。

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单纯的富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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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开放山泽，不征关市，很容易为富民、豪民所利用，成为

后来“专欲损上徇下”“、欲擅山泽工商之利”的利益集团同

国家争夺财利的宣传武器。在西汉盐铁会议上的儒生就作

过一次充分的表演 这种富民（豪民）而不富国的主张，使

“利归于下”，而政府“无可为者”，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是

儒家鼓吹的反对聚敛、敛从其薄的主张则能对理财者的行

为起一点制衡作用；而由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的

口号 尽心》），更为富民论充实了思想内容，使之提到“民

为邦本”的高度。这 霸形》管子些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有“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之语，但系后人所述，非管仲著

想高度作，管仲本人尚未达到以人民为主体的思 ）。

在战国时与孟子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相对比，法

家学派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一心以富国强兵为务，比其

先驱者管仲迈出的步子更大。 甚于这个被孟子指为其罪更

“辟草莱、任土地、该服上刑”的“善战者”商鞅，在变法中首

先是“制土分民”，实行授田制，给耕者以永久的土地支配权

决裂阡陌，铲除了旧的井田制（可买卖 的遗迹，其改革意

义更比管仲的“相地衰征”“、与之分货”更深刻；在重农、贵

粟、尊奖兼并 政策优惠下，农民的（“任其所耕，不计多少

积极性大为提高。在工商业上，商鞅“壹山泽”，盐铁实行专

卖，比管仲更有进者是从生产环节上就由国家来经营，而不

放给私人；商鞅并实行重征商贾的政策“，不农之征必多，市

利之租必重”，与儒家的以至管仲的豁免或是减轻关市之征

的观点相左。商鞅变法富国之效卓著，而民（主要指农民）亦

“家给人足”。他使秦国“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征敌伐国，

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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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这样做西河而民不苦” 的结果，吃亏的、由富变

贫的只是过去擅山泽工商之利的工商之民而已。因此在商

鞅身上富国与富民（农民），尚能兼顾。当然，商鞅要求“家不

《商君书 说民》），其实积粟，上藏也 质还是藏富于国，还

是富国为首位，富民在其次。从国家出发，加强国家的实力，

这是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国家初建时的需要，是对不合时宜

的儒家学说的以实际行动的回 商鞅的举措有某些过头答

之处，同时他的富民观点又很独特。他要“令贫者富”，富了

以后又使之贫，以免“力富则淫 《弱民》）；民贫了就会尽力

耕织。在这种情况下民富是很有限的。到商鞅的后学、被称

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的韩非口中，更明确 他提出“反足民论”

认为，人不能知足，足民不独不足以言治，而且会产生奢侈

灰和怠惰两种害处：财用足“，则隳 ，毁坏）于用力”，

“则轻用，轻用则侈泰（”《 六反》）。至此，在富国与韩非子

富民的关系上出现了与孔子后的儒家截然相反的只要富国

不要富民的另一个极端。儒家还主张“富而后教”，韩非干脆

要“贫而后治”，其言论未免偏激。

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比较正确的看法是富国与富

民两者兼顾，而以富民为主。其说盖来自荀子，来自儒家学

派的改良者，思想上实是儒法结合的战国后期的大思想家

荀子（公元前 年一前 ）。

荀子在其著作中特辟《富国》一篇，以别于孔子以后儒

者的唯富民论。但荀子也决非唯富国论者“，民”的份量是被

他太大加重了的。荀子不止一次地引用古语说“：君者，舟

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 王制、哀

公》）因此，他认为“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王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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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道》）。只有“爱民”，而后能安；反之“，上不爱民则兵弱”

“，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富国 求民之亲爱

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

也（”《君道》）。这里面是一种双向的关系。爱民，在于得民

心“，王夺之人（”争取民心，《王制》）。能得民心，有人民的支

持，国才能富，即所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王霸

而要得民心、用民力，必须先使民富，“不富无以养民情”

（《大略》）。不能仅仅要求富国“。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

富”“。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

水，亲之欢如父母”“。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

“下俱富，交无所藏 富国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 上下俱

富”，这是荀子学说的纲领。荀子评价管仲是“为政者也，未

及修礼也（”《王制》）。管仲虽也谈“爱民”，也想藉爱民以得

民心、用人力，但荀子和他又不尽相同。荀子的爱民、利民、

裕民、富民，不单纯是为富国这个目的服务而使用的一种手

段，倒是真正出乎对民的仁爱之心。仁爱思想，为孔子首倡，

孟子发挥，利民富民即为对民行仁施惠的内容；荀子在这一

点上接受儒家思想，也大事宣传“仁义”的道德观。他说“：仁

义德行，常安之术（”《荣辱 ，要真正使民安，而且常安、久

安，不仅要照顾其物质利益（“利”），归根到底更要“仁人在

上”，以“仁义德行”来真诚地对待人民“。义立而王”“，先义

后利（”《王霸》）的儒家学说仍是荀子所“巨用之”的指导思

只是荀子主张“义利两有（”《大想 略》），他好 经济问

题），而以义为利的规范，以义范利，这与一般儒者的以义抑

利、贵义贱利的观点又有所区别，比孔孟则是有所进步了。

荀子很不赞成唯利是图，而漠视信义。他说：“挚国以呼功

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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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

焉”，则“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下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

是上下析（离散 《王霸》）。看来荀子是反对“诈其民”、）也

向人民耍手腕、弄权谋的。正因为如此，荀子的富民思想便

更富有民本的色彩，在富国与富民二者之中，重心落到了富

民上面，不但在次序上以富民为先（如管仲），为急务，而且

在位置上迳以富民为主、为基础了。

荀子在主张富民的同时十 民富国自分强调富国

富。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他提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

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

之谓以政裕民（”《富国 。 这些都近乎管仲的作法（省商贾

之数则近于商鞅），所不同于管商的是，荀子的所谓“王者之

法”仍包括了 《王制》），和早“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

期儒家的弛山 荀子思想泽之禁的主张一脉相传。由此可见

仍是儒法结合，而不是法家。

在富国问题上，荀子所提出的克服单纯的功利主义、防

，观点十分正止片面的聚敛行为 确。他说“上好功则国贫，上

好利则国贫”，不顾国力而贸兴功利，不但不能富国，而且会

弄得国贫。若勉强要使国“富”，必然流于聚敛而致民贫。荀

子批评卫国的成侯、嗣公是“聚敛计数之君也”“。聚敛者

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

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

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

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制》）。反对聚敛与主张富国并

不矛盾，如管仲在荀子心目中就是能“为政者也”，其理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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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聚敛。

要富国，既要国用充裕，又要薄取于民，藏富于民，不能

搞聚敛，唯一的办法是在上者必须减省开支，提倡节约，反

对浪费，即所谓的“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知

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

“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出实不半，

富国》）。节用是节流，主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 要还

得开源，即努力增加生产。荀子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只要

之法，使民心愉悦，占一个“人和行“忠信调和均辩（平 ”，

即“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

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

不足也 《富国》）荀子要求协调人际关系“，百姓时和”，有

一个和谐的社会分工，以此来实现他的富民富国方案，这一

点颇有创意，也是其思想比较进步的地方。

诸家对富国利民关系的不同类型的看法，其合理的成

分，对历代治国理民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管仲、商鞅的

这一套，是汉唐巩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富国而不致贫民的

财政经济政策的范本，理财家桑弘羊、刘晏的经济思想都深

受其前辈的影响。民本思想在后来的政治家身上也时有体

现。唐初贞观之治就未始不是对水能载舟覆舟的教诲时刻

惕励的产物；中唐文人宰相陆贽继承“民为邦本”的思想传

统，他说“：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为政观点就

比较开明务实。明张居正进行改革时也以“固本安民”为主

旨，由“农，生民之本”而注意鼓励农业生产，安定农民生活。

至于薄赋敛、反聚敛更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理财

家优良的好传统，源远流长，与古代思想家的相应的观点有

，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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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渊源。

在今天，我们正在把祖国建设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国家实现繁荣、富强，人民

实现共同富裕。富国以兴业，利民以固本，在经济上同样是

治国的首要课题。富国与利民，不也正是今天大家所讲的积

累与消费、建设与民生的问题吗？积累不能过高，建设要根

据国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同时也要照顾民生，保证人民

消费的逐步提高。而且实践经验证明“，国家要建设，人民要

吃饭”，应该是“先民生，后建设”。要控制投资规模，节约财

政支出，重视农业，抓好“菜篮子工程”，安排好人民生活，在

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单纯地、过快地追

求发展的速度，会引起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物价高涨，反致

影响人民的生活。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不也正是要求处理好

富国与富民关系的延伸吗？再现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上

下俱富”“、必先富民”“、以和致富”“、节用裕民”等思想上的

闪光点，让这些古代的智慧通向现实，为现实服务，使当今

人们在面临治国的经济难题问题也得到某些启示，这是一

件有意义的事情。

富国与富民，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治国者必须

首先处理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西方也同样存在，只是

问题的提出远不如中国之早。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经济

色诺芬）和《农业论》（老伽图），论 所论的主要是奴隶主对

大农庄的管理和家务管理，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来讲国家、

世纪，欧洲君主如何增加财富。到了 的重农学派才宣扬

“农民穷困则政府穷困，政府穷困则国君穷困”的观点，而德

国的官房学派则鼓吹“欲求国强民富，必须先使君富而后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亦富”的论调。民富为先抑国富为先，还是各执一词。资产

阶级经济学体系建立后，尽管也研究财富问题，如亚当 斯

密（ 年）曾写过《国富论》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

原因的研究 ，但其立足点是使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私人富

起来，提倡自由放任。其谈国家政策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

时也是重点放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上面。所谓的“富

国”实际上就是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些

都有它很大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同于中国历史上

对富国与富民关系作正确阐述的思想学说之具有原理原则

性以及其从古到今都适用的普遍意义。在《国富论》之前

年，中国自己就有这样的富国富民理论，发掘出来是

足以引起世人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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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仲为齐筹划治国富国的方略之初，就向齐桓公说

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

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

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

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

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

故知予四恶，则近者叛之 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 牧

民》）。这里管仲率先提出了以予为取是为政的法宝的重要

命题。

《国语 齐语》称管仲整顿齐国国政是“修旧法，择其善

者而业（创）用之”，意思就是修改原有的制度，对其中合适

先予后取 仁者为政

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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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择而用之，不合适的则另创新法以行之。合适与否的标准

即是否“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史记。齐太公世而去之。 家》）俗即民俗，也就是说要根

据民众所要求者或反对者，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改善统治者

与人民的关系。顺从民意可以争取民心，即所谓的“下令如

《管晏列传 。史称管仲“论流水之原（至平原），令顺民心

卑而易行”，就在于他切合民情，故政出易行。他顺民心，因

民之所欲所好而予之，实质上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对民

有所予，才能使民亲而不叛，为国所用，才能向民有所索求，

“予”就转化为“取”了“。予”正是为了“取”，没有“予”也就没

有“取”，多“予”才能多“取”。只取不予，结果什么也取不上

来。看来“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管仲，已懂得对立

着的两个方面可以转化的朴素的辩证法的道理，以予为取

也正是他善于促使予盾向有利于自己方向转化的最好阐明

和最重要的运用。

在经济领域，民之所好所恶就是富贵与贫贱的问题。管

仲的富民政策即由他的“民恶贫贱，而我富贵之”的思想而

来。他实行“相地衰征”的政策，次地轻征、增产多得，在经济

上给耕者以劳役地租所没有的好处（“与之分货 ，这是

“予”；但由于生产增加，国家所得租税收入也随之增加，这

就变成“取”了。他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统制流通环节，而生

产放给民营（盐是民制官收），生产者可得 的纯利

（铁），积极性提高，产量增加，税收（寓税于价）也相应增加，

这也是将欲取之，故先与之“，取之”形式比较缓和。他实行

物多而贱）时以较市轻重敛散政策，在“轻 场略高的价格

收购粮食（“敛之以轻 ，在“重”时（物稀而贵），以略低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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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出售之（“散之以重 ，调节了粮食的供求和价格，给予人

民好处，但予中有取，在一买一卖中国家还是可以获得相当

大的差价（季节差价、丰歉差价），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所有

这些，一以贯之，渗透于他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各个环

节之上，而不是在个别场合下一时性的、权宜性的应用。所

以可说取予之道是他治国理财的基本的指导方略，他自己

也视为得心应手的为政之宝。

管仲讲富国，国用须取之于民，但必须先使人民吃饱穿

暖，生活富足，然后才能言“取”。国家为之创造较好的生产

和生活条件。给予一定的扶持，就是对人民的“予”“。必先

治国》富民，然后治之（”《管子 ），不正是先予后取的由来

吗？取予之道与富民必先的富国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予为取，是先予后取，取之要有个顺序。先取后予，一

样要予，效果却很不好。不但要取之有序，而且要取之有度，

即在取之之时还要有一个节制，要注意数量界限，不能超过

《管一定的限度 子 形势》中说“：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权修》中说“：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

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失

度”），事物就会由安向其对立面 危转化。其认识何等的

深刻 正因为有如此认识，管仲就坚定地主张取之有度。取

之有度有节，才能取之有恒；取之无度无节，只能取之一时。

其事十分明白。取于民“有度”，取于民“有止”，必须要求爱

惜人民的生产成果，在财政上注意节支俭用，反对挥霍浪

费，这自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财原则。

“取民有度”，在另外的场合管仲也称为量民之力。他说

“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量民力，则事无不成（”《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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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财货乃民力之所出，量民力之可出而取之，即为取于

民有度。至于直接动用民力（劳役），也就是占了民的劳动生

产时间，与取于民无异，在这上面量民之力，也即为取之有

管仲度。量民之力才能致民于富，从民之所欲。《齐 告

诫桓公之言曰“：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可见其对使用民力

之慎重其事。自然在“百姓富”的基础上，国家也可多取一

些“，予”又成了“取”。不过，在取之先，务必量民之力，不能

滥用民力。珍惜民力，量民力而成事，也就是要遵守量力而

行的原则。量力而行，可说是管仲所首先揭示的又一个正确

的理财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深谙取予之道的思想家，并非只是管仲

及其后学“轻重学派”诸子。较突出的还有黄老学派。最后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老子》一书中，大讲“将欲吸之，必固张

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道理，这一套以静制动、以柔

克刚、以弱胜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处世之术，也正是以

予为取的应用，使自己从不利的地位或形式上的吃亏，向有

利的方向转化。后人称为“人君南面之术”，是很高级的、而

非一般的方法。

儒法结合的大师，战国时的荀子，在《富国》篇中说“：不

利而利之（不利于人民而取人民之利），不如利而后利之之

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

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

者。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

而后用之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

者也。“”利而后利之 “爱而后用之”，也就是先予后取的意

思 先利于人，后取利于人，先爱后用之“；不利而利之”

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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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实则是不予只取了“。利而不利”“、爱而不用 现“；利而

后利之”“，先爱而后用之”应努力争取“；不利而利之”，则属

不可取的下策。荀子虽未言取予，实际上这些话也正表明了

他的取予观

相对于富国利民这个大目标来说，取予之道是方法论

的问题。正如富民之于富国有被单纯作为一种手段使用，或

富民本身同时也出之于仁爱之心的两种不同情况的区别，

取予之道同样也有权术和仁术之分，这是属于不同范畴、很

难区别而必须区分的事情。

行仁术是指取民有序、有度，真的是爱民之心的表现，

同情人民的艰难处境，而思有以改善之；行权术则乃是以先

予、寡取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求多取，甚或取之

无厌，而不能一贯地长久地为人民办好事、谋利益。黄老学

派的取予观（将欲取之，姑先予 ，这之），就有很浓的策略气

种“至巧之策”，是后世权谋术数之所由出。而管仲的先予后

取则不像是阴谋权术“诈其民”者。

诚然他“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 《管子。

法法》），爱而后用之，先予、薄取仍是顺民心、用民力的一种

手段一种方法，但并不仅仅至此为止，他还是很懂得“世主

所爱者民 七法》 同民是能共好恶、同忧乐，而也”

“待以忠爱”的。他很懂得“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五辅 和

“身行仁义，服忠用信，则王”的道理（《幼官》），在 年间能

始终如一地坚守他这一套有利于民有爱于人的取予之道，

在后期也未流于先取后予或只取不予。也就是管仲还是向

以能取予为仁的仁术，慕“身行仁义 来指导、约束、规范自

己的行动的。所以孔子虽小看管仲而仍以“仁”字许之（“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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